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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与心史的深情独白
——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瞿独伊

余玮

瞿独伊，1921 年 11 月出

生于上海，1928 年至 1941 年

在苏联生活，1946 年被分配

到新华社工作，1950 年 3 月

和丈夫李何一起受组织委派

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

社，1957 年回国到中国农业

科学院工作，1978 年在新华

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

编辑工作，1982 年离休。

2021 年 6 月被中共中央

授予“七一勋章”。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
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
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

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
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
毛泽东同志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
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
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

“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
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
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
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 36 师师长宋
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
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
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
法的事啊！我们这两人必须见这一面。”

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
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
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此地很
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
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
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
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
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
以含笑九泉了。”

如今，瞿独伊已是百岁老人了，离休后的生
活很充实。刚离休时，她曾专门学过画画、钢
琴、书法，后来因为忙于寻访有关父亲生平活动
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关材料而又将这些爱好放
弃了。

晚年，瞿独伊参与编过 《忆秋白》《回忆杨
之华》等书。刚离休时，爱运动的她每周游泳两
次，每次 300 米，每天做做健身操，坚持散步，
并乐于参加中直机关的交谊舞比赛及新华社的社
庆活动等，曾获过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大赛一等
奖，在老年模特表演上也得过个人第一名。

看书、看报，也是瞿独伊晚年生活很重要的
一部分，在她家笔者看到她订了不少的报刊。虽
然女儿李晓云和女婿、外孙女远在国外，也常常
来信问候老人。每年，瞿独伊以个人独特的方式
纪念自己的好爸爸与好妈妈。这些年来，她到常
州参加过四五次瞿秋白生平与著作学术研讨会。

老人很开朗、乐观、健谈。有一次，不知不
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瞿独伊的家政
服务员提醒笔者“不便谈得太久，最好下次接着
谈。老人谈多了，晚上会失眠的”。见在谈兴
上，笔者也难以退却，于是又“硬着头皮”谈上
了半个多小时。

告别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如是说：“革命
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
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
庭、爱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
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并在笔者的留言本上笔录
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
故”，且用俄文签名……

2021 年 6 月底，“七一勋章”首次颁授。瞿
独伊是获得者之一，她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
据了解，老人家里的电话一时已经被“打爆”。
淡泊名利的她，尽管身体不是很好，但生活依
然过得有滋有味，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
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
范。作为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问起
什么是父母留给她最宝贵的东西，瞿独伊的回答
是：“爱祖国！”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
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

“爱祖国！”
2021年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

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这是
“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 人荣获“七一勋
章”，与中共同龄的新华通讯社原国际新闻编
辑部翻译和编辑瞿独伊是其中之一，并是唯一
的新闻界人士。因为身体原因，她没有出席
仪式。

少为人知的是，瞿独伊是时下唯一健在的
中共六大见证者，也是共和国第一批驻外记
者。1949年10月1日，她作为俄语播音员在
天安门城楼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了有关开国大
典的报道和毛泽东的讲话。她还有一个特别的
身份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继女。笔者
专访过瞿独伊，感受过她家史与心史的深情
独白。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 14岁。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
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
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
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
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
我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
她的慈父。

1928年 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
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
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
莫斯科，同行的还有罗亦农的夫人李哲时（又
名李文宜）等。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
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
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

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我
就不再叫他们爸爸了。”说到这里，瞿独伊沏
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
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
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
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
歌、跳舞，当时很天真活泼。”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
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
知道瞿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
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总不忘记买一
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瞿独伊吃。夏天，他
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瞿独伊
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瞿独
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
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
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瞿独伊
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
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瞿独
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到苏联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瞿
独伊便被送到了一家孤儿院——里面收留的本
来都是些街头流浪的孩子，瞿独伊在这里待了
三四个月，后来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森林儿
童院，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
光头，瞿秋白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
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
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
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好
爸爸”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
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
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
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
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
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
人其乐融融。”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
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好爸爸”

在苏联，瞿秋白常和杨之华一起带瞿
独伊去俄籍友人鲍罗廷家做客，让女儿称
他和他的夫人为“爷爷”和“奶奶”。鲍
罗廷夫妇有两个儿子，长子弗雷德，次子
诺尔曼。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他们年仅9岁的女
儿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瞿独伊回忆说：“国际儿童院像一个
和睦的大家庭，我们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
家，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会讲
俄语，那些大些的儿童都很愉快地教这些
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小我的孩子。我
们大孩子还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
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那么小的孩子，虽说能在提供食宿的
国际儿童院里受教育，可完全没有家庭温
暖，总让人放心不下，瞿秋白夫妇便把瞿
独伊托付给鲍罗廷夫妇看管。每逢假期，
每当小独伊生病的时候，或者别的需要照
管看护的时候，鲍罗廷夫妇就把她接到家
里来，给她家庭的温暖、亲人的爱。鲍罗
廷的小儿子诺尔曼也乐于以“保护者”自

居，爱护和关照小独伊。
数十年后，瞿独伊还常常铭记着“最疼

爱”她的“爷爷奶奶”鲍罗廷夫妇和有“骑
士风度”的、很爱护她的诺尔曼。瞿独伊
说，当时鲍罗廷在主编用英文出版的《莫斯
科新闻》，“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时常
在夜间醒来，从自己的地铺朝写字台偷偷地
望去，总会看见他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高大
身影，同时听见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
的声音。”

瞿秋白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
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
在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心思搅扰着他的时
候，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女儿独伊，自
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
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她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
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
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
然而出。

1930年，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秘密回
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
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

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
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
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
后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我看。我感到
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
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
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
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
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2次来苏联出席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杨之华到
国际儿童院看望女儿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
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
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这时，杨之华留任
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这期间，
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
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
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
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眼前不觉模糊
了，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
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吧。”于
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
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
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
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母女俩在一起的好景不长。不久，杨之
华再度遭到了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职务被
撤了，组织生活停止了，还不让她与瞿独伊
见面。相依为命的母女又再次被拆散。

1938年 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
明的工作时，为杨之华平反，母女俩才得以
再次相聚。

在苏联

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瞿独伊结束
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随母回
国，到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逮捕。
由于久居苏联，她的中文程度很差，在
狱中她补习起了中文，同时还当上了俄
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
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里，很
苦，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
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
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在狱中，她和大
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要求改善
牢狱生活；参加悼念难友牺牲的纪念和
抗议活动等等。

“当时被关押在那里有150人，除了
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
军办事处来新疆的一些工作人员等。我们
待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
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或者早就叛变了。
在狱中，我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许多对
敌斗争的事情，曾被国民党审讯过两次。
因此，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瞿独
伊回忆说。

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
将军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员获得自
由。1946年 6月10日，新疆监狱里释放
出的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于7月10日
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
等中央领导的接见。8 月，瞿独伊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瞿独伊和

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起初住在
清凉山。在战争年代，他俩随新华社不断
行军转移各地，并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全
国的解放。

开国大典举行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
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
瞿独伊还用俄文广播了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
央人民政府公告。不久，苏联代表团离开北
京时，副团长西蒙诺夫向下榻的饭店表示感
谢，并掏出一些钱作为小费。饭店工会主席
知道情况后，连连摆手，说：“给你们提供
优质的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
本职工作。如果给什么小费，那是对我们工
作的最大侮辱。我们不能接受！”当瞿独伊
翻译完，副团长随即伸出大拇指，说：“好
样的！中国人！”

瞿独伊在开国庆典期间接待翻译上的出
色表现，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后来他推荐
瞿独伊到广播台当播音员。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瞿独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
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
俩，“我们每次采访要通过苏联外交部新闻
司批准，他们是很刁难的。写好稿子，还要
翻译成俄文，到苏联外交部送审，才能回寄
国内。我们一般不发电报，电报很贵。住医
院也贵，比他们本国人贵5倍左右，他们实
在不像一个‘老大哥’。”在这“夫妻店”似
的莫斯科分社，瞿独伊没有周六周日，整天
忙得团团转。采访时，瞿独伊戏称夫妇俩是

“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
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改行到中国农业
科学院工作。1964 年，李何因病去世；
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
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连打击使瞿
独 伊 和 母 亲 因 过 于 悲 痛 而 刺 激 很 大 。
1978 年，瞿独伊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
部 俄 文 组 从 事 翻 译 和 编 辑 工 作 ， 直 至
1982 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
莫斯科，追寻早年那里曾留给她的青春
的梦境。

“好样的！”

二
十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初
，
在
苏
联
工
作
的
瞿
独
伊
。

1962年冬，杨之华 （前右二）、瞿独伊 （前左一） 等在北海公园。

瞿独伊与母亲杨之华


